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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面臨一種新的兩難：一方面要強調主

權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又必須對西方世界做出妥協。前者需要凸顯中國的利

益，後者則要求中國做出犧牲，兩者同時並行的矛盾造成抉擇上的困境。習

近平上台後，提出「中國夢」的新願景，並以「新型大國關係」為主軸。然

而，「中國夢」所提出的「奮發有為」，是否將脫離原先胡錦濤「和諧世界」

的外交政策，並能夠與美國相抗衡？本文試圖檢視大陸近年來的和平外交主

張與內容，並探尋其中的轉變與新意。 

關鍵詞︰中國外交政策、和平、關係模式、單邊主義 

* * * 

壹、前 言 

中國大陸在冷戰結束之後，加速國內的各項改革與開放，促成經濟建設的快速成

長與發展。但在對外關係上，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似乎在一種守舊與突破的思量之間

來回擺盪，這使得任何一位中國大陸領導人在處理對外關係的時候，都必須還要同時

面對（或者說照顧到）過去歷史上所建立起的各項原則與目標。泝例如，當代的領導人

                                               

* 作者特別感謝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盧業中副教授在 2015 年南華大學所舉辦的「習近平主政兩周年下

的中國大陸」學術研討會上，對此初稿的評論。以及，兩位匿名審稿人的細心審閱，替本文提出相當

多的指正與建議。唯本文文責概由作者自負。 

註 泝 所謂「守舊」與「突破」的考量，比較接近中國大陸內部的「繼承」與「發展」之用法。也就是，到

底要繼續堅守前領導人所建立起的外交原則、語彙或價值觀，還是可以突破舊有的框架限制，表現出

新的外交立場。吾人可以很清楚看到在目前各種中國大陸官方的文件中，不時發現這種在「守舊」／

「繼承」與「突破」／「發展」之間思量之下的痕跡。例如，周恩來當年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馬克思主義觀點下的國際秩序與詞彙等等，到現在仍是或多或少重複使用著。但是，在不同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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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遵循毛澤東時期所訂立下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強調中

國在西方世界之前的主權獨立與自主立場；另一方面，為了與國際接軌，又必須對全

球或是西方標準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與配合。前者需要凸顯中國的利益，後者卻要求

中國做出犧牲。兩者在實踐的過程會同時造成西方觀察者眼中，中國大陸外交政策上

不一致的論述形象。以先前胡錦濤在 2005 年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首腦會議上所提出的

「和諧世界」概念為例：中國政府在「和諧世界」概念的提出，理論上是希望倡議某

種和平秩序的立場或目標，沴以維護世界的穩定、減少國際間的戰爭與衝突。殊不知，

中國的「好心」，常常不但沒有「好報」，也很難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當中獲得認可。尤

其之後（特別在 2009 至 2012 年之間）與其他亞洲周邊國家在南海海域劃界、島嶼歸

屬的問題上，發生一系列的衝突，導致西方的觀察家相信，中國仍然逃不出國際現實

政治的權力邏輯、安全困境問題，以及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對於外交關係中和平主張的

限制。沊至於胡錦濤先前所宣示的「和諧世界」目標，也就顯得格外諷刺。的確，中國

的外交政策常常令外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中國政府常常口裡不厭其煩地宣稱和

平主義（例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平等、民主），但在實際作為上卻三不五時地

表現出激烈的反應、展現強硬的立場。久而久之，觀察者也學會除了要「聽其言」之

外，還要「觀其行」才行。 

習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之後，正式成為中國大

陸新一代的領導人。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一樣對於過去所建立起的外交論述有著

「守舊」／「繼承」與「突破」／「發展」的權衡思量。在「守舊」／「繼承」方

面，習近平的外交政策仍然強調國內經濟建設與和平發展的重要性，這與胡錦濤在中

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目標一致。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的目

標仍是在於推動國內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實現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計

畫。此外，習近平同過去領導人一樣，重視中美關係、重視大國關係、重申與鄰為善

與鄰為伴的友好方針、持續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深化中國在國際社會與多邊組織的角

色等等。而在所謂的「突破」／「發展」方面，則是有更加重視國家利益在對外關係

                                               

時空背景下，對於特定議題或是事件所提出的新準則—例如，胡錦濤時代的和平崛起或是和諧世界概

念—又往往跳脫舊有意涵。本文認為，「守舊」／「繼承」與「突破」／「發展」之間的關係是矛盾

的、衝突的，據此，建構出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範疇。但由於在實踐上，「守舊」／「繼承」的行為需

要表現出堅持自我（主權、利益）的形象，而「突破」／「發展」則需要改變自我，因而可能在外交

立場上表現出不一致的結果。有學者便將此現象解釋為中國外交政策中的一種「無定性」

（indecisiveness）特質（Shih and Yin 2013）。至於此處所提到的中國大陸領導人有面對歷史上各項原

則或目標的責任或壓力，作者認為，可能肇因於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傳統儒家政治文化與時間觀念

等特性，但須另外撰文討論之。 

註 沴 和平秩序若是作為「立場」，則表示中國大陸在不特定事件或原則問題的看法上是採取和平的、非武

力的方式來介入；若是作為「目標」，則達到此目標的方式，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這也

就是為何中國的和平秩序主張在實踐上可以是帶有暴力性質的。 

註 沊 關於中國的安全困境問題，見（Nathan and Scobell 2012）；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限制，見（Zha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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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座標作用、推動首腦外交和夫人外交、提出中國夢的願景、突出外事統籌協調、

頂層設計、底線思維、推出新型大國關係、一帶一路，以及親、誠、惠、容理念經略

等等。沝 

比較值得觀察家注意的是，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奮發有為」、「新型大國

關係」、「建設命運共同體」等等概念，與胡錦濤之前所發展出來的「和諧世界」、「負

責任的大國」、「核心利益」等等概念相比，是否透露出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和平主張在

本質上或風格形式上的變化？沀比方說，「中國夢」與「奮發有為」的概念，似乎在

「主動」自我喚起一種新的愛國主義情操，強調中國人除了須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之

外，更應該實現國家的富強。所以「中國夢」變成了一種「強國夢」（陳須隆、蘇曉暉

2014）。「奮發有為」也是單方面根本改變了從鄧小平以來到胡錦濤時代所奉行的「韜

光養晦」政策論述，開始強調一種「創造性」地介入全球事務。泞但是，「新型大國關

係」卻又是強調一種特殊的「雙邊關係」對待，有別於「命運共同體」的多邊框架。

從論述的語境上來看，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係」是在「中國夢」以

及「奮發有為」之後所提出，而胡錦濤則是先有「和諧世界」、「負責任的大國」等說

法，遲到 2010 年之後才提出「核心利益」的說法。換言之，若前者是一種藉由單邊的

行動、特殊雙邊關係的建立、以及多邊外交的交往來進行和平外交，則後者可以看做

是先有多邊交往的概念，才在此多邊框架下謀求自身利益的鞏固。因此，中國外交在

風格形式上的改變，關心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建立的方式該是為何，並藉此保護

自身利益。但西方觀察家似乎更在乎中國崛起的本質，到底對他們是一種威脅還是貢

獻：一派的人認為，中國這些不同政策論述的表現都只是同樣地藉由指責西方中心主

義、或是美國霸權的方式，來推行中國中心主義或者恢復中國王朝的舊秩序而已。另

                                               

註 沝 相關論述眾多，雖然這些所謂的「突破」或「前進」理念到底與延續性的政策相比有多大程度的創新

或改變，仍有待討論，但習近平在上台後不到兩年的時間，的確在論述上提出一些新的詞彙與詮釋，

營造出耳目一新的外交戰略思想（陳須隆、蘇曉暉 2014；張清敏 2014）。 

註 沀 其實中國大陸自周恩來以降，一直奉行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周恩來時期的「和平共

處」、鄧小平開始的「和平發展」，到江澤民時期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與「新安全觀」的

實踐，均一脈相傳。但是本文認為，從胡錦濤時期所提出的「和平崛起」、「和諧世界」目標開始，

中國大陸的和平外交或是國際秩序觀，才開始與其自我在認知上做為一個崛起大國相呼應。而這思想

內涵，也同時因為中國大陸學術界中中國學派的興起而開始從政策宣示轉變為具有理論意涵。關於此

理論意涵的建立過程，見（Wang 2013）。而習近平在這樣的承接脈絡下，是否誠如許多西方媒體或

觀察家所言，已經改變過去溫和的和平外交政策，而開始走向強硬、霸道的途徑？相關討論，見

（Johnston 2013）。 

註 泞 中國大陸學者王逸舟在近期積極倡導所謂創造性介入的概念，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在其綜合國力提高、

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同時，好好重新思考中國在全球或是國際事務當中的積極性角色。筆者在 2015 年 7

月於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過程中，也有受訪學者指出，目前中國已經走到一個重要的階段，需要開

始積極思考，到底中國應該扮演甚麼樣的全球角色？到底中國目前的全球角色與歷史上其他大國相

比，有何缺失？到底中國外交面臨何種困境？這些問題和思考雖然不見得和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

夢」或是「奮發有為」有何種因果上的關係，但似乎很恰巧的反應出官方與民間或是知識界都同樣在

相似的時間點自我反思中國的全球性角色（王逸舟 201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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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的人則認為，中國帶來的將是穩定與安全。泀 

在以上對於中國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各種不同解讀與觀察可以發現，面對中國崛起

採取肯定或正面態度的人，往往會關注中國的特殊性面向（例如，強調因中國歷史與

文化的特殊性所導致的反霸權思想以及和平性格），與例外性面向（例如，中國不一定

會造成大國悲劇）。而採取質疑或負面態度的人，往往會強調中國在普世性上應該要有

的表現（例如，中國就是一般理論定義下的主權國家，與其他國家同樣面臨地緣政治

上的安全困境、追求國家利益或權力極大化的等等問題）。本文認為，這些觀察都只是

先從既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後設觀點出發，然後試圖在歸納或分析中國外交政

策的論述之後，進行對中國崛起的理論化過程。其中包括，藉由對於新上任的中國國

家領導人的政策解讀，來實證／否證中國是否有某種大戰略。洰其結果是，這個大戰略

要不是符合了原先的負面預設，就是呼應了原先的正面看法，以至於形成一種二元分

立的分析結論。 

本文指出，無論是對於中國外交政策的正面解讀或是負面解讀，沒有哪一種單一

的角度，可以完整地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外交政策（比如習近平政府），以及中國崛起本

身的內涵。這並不是要天真地宣稱，所有可能的正負解釋的集合就等於是對於中國外

交政策的完整理解。而是說，中國外交政策背後的哲學思量基礎，很可能與目前西方

社會科學定義的方式迥異。在中國傳統哲學中，事物本身不是僅能被單一面向所決

定。因此，和平外交的表現不能先被具有和平意涵的行為或是物質力量所定義，而是

同時包含非和平面向；和平外交的實踐，也不該是限制在行為者（國家）所擁有的物

質力量大小，而是其如何將這些力量化約為對於關係的重視或者破壞。根據秦亞青的

研究，中國政治哲學思想的基礎向來是「兼-同邏輯」（both-and logic），而非西方非黑

即白的二元論（either-or logic）（Qin 2010）。兩者的差別在於，如果西方的二元論是藉

由區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來確認自我的認同（前提是自我的本質具有一致的內在

屬性），中國文化下的自我認同則是屬於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所形成的「大我」中的一部

分。泍換言之，在二元論之下，中國崛起本身的意義只能是相對於自我，或是等同於自

我，而不容許有模糊或是中庸的選擇。但是在兼同邏輯中，個體之間的差異與否並不

                                               

註 泀 前者認為中國還是有一種緬懷過去帝國時期的心態。或許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霸權與美國不同，但這種

新型態的中國式霸權，還是一種權力集中所造成的霸權，本質差異不大（Callahan 2014; Courmont 

2012）。後者則是指出，中國的崛起或是民族的復興本來在歷史上就證明，對於區域秩序與世界穩定

是一種貢獻而非威脅。從這樣的經驗來看，吾人本來就不該單純以西方的角度來過度解讀中國的意

圖，而應該從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來理解中國才是（Jacques 2009; Kang 2007; 2010）。無論如何，由

此不同的解讀來看，中國崛起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外交行為，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威脅的，端賴觀

察者如何詮釋。 

註 洰 即所謂全球性的、全方位的以及長遠的戰略計畫（Goldstein 2005）。 

註 泍 換言之，大我認同的重點不在於個體本身是否具有一致性，而是在於大我下個體之間的關係是如何被

統合在一起（例如接受禮教），即便之間具有差異性。中國當代最早討論「大我」與「自我」概念的

區分，可見於梁啟超的著作（1999），例如〈余之生死觀〉一文。關於中西方文化傳統對於「大

我」、「小我」兩者的分析比較，見（Barbale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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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大問題，而是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在一個大我認同之下獲致和諧或是穩

定，才是首要目的。 

在此「兼-同邏輯」的認識論基礎上，本文試圖將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外交政策與

其前一代領導人胡錦濤做出比較，並且視其差異為一種風格性的對照，而非一種本質

上的衝突。此種風格差異可視為兼同邏輯的不同形式表現，但同為達到大我認同之下

各種不同主體（例如國家）關係間的和諧或穩定而作出努力。本文利用國際政治中三

種維護國際秩序穩定所發展出來的外交關係模式─即，單邊主義、雙邊主義、多邊主

義─來說明習近平目前主政下的外交風格，為一種「單邊-雙邊主義」的關係模式，有

別於胡錦濤的「單邊-多邊主義」風格，並試圖提出初步性的歸納看法與反思問題。 

貳、三種維護國際秩序的關係模式 

本文將國際政治中，國家間試圖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秩序所發展出來的和平外交

行為，歸納成三種關係模式泇。第一種模式為「多邊主義」，強調三個以上的多個國家

或行為組織，透過制度化協商機制與法條規範，集體進行協商、溝通、與合作。全球

性的聯合國組織、或是區域性的東協組織（ASEAN），便是此多邊主義機制的一種表

現。第二種模式為「雙邊主義」，指涉利益關係的兩國，針對特定的議題或項目進行對

話或合作。美國對於某些亞洲國家，例如南韓、日本、菲律賓等，進行個別的經貿或

是安全協定便是一例。第三種模式為「單邊主義」，強調單一國家獨自做出某項決定或

行為，無須經過其他國家個別或集體的同意。美國在沒有經過聯合國的同意之下，於

2003 年出兵攻打伊拉克便是單邊主義的表現。中國在兩岸經貿關係上所做出的一些讓

利措施，也可以被認定為一種單邊主義的表現（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0）。以下針對此

三種關係型態，進行理論的定義、實踐的分析、以及潛在問題的探討。 

一、多邊主義的模式 

首先，多邊主義所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必須依賴集體的約定與安排（Ruggie 

1992）。所謂「集體」，一般是指涉超過三個以上的國家行為體，透過合作的方式處理

共同的挑戰或是威脅。然而，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倒不是在於其參與合作國家的數量

（quantity）問題，而是其質量（quality）問題。John Ruggie（1993, 11）指出，多邊主

義所形成的國家合作框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參與其中的國家都必須某種程度上依賴

「通則化的行為準則」（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這些準則明確規定了哪些

行動才是恰當的行為，而無須指涉特定對象或是緊急情況下的特殊利益」。如果說這些

                                               

註 泇 在這裡的「關係」，不是狹隘地指稱一國如何建立起與他國的政治、經貿、文化等等的外交關係，而

是更強調一國與他國如何共同地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所設計或發展出來的制度與策略。但是從中

國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共同的「國際秩序」，更容易用「共同的關係」、「大我」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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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則化的行為準則」是構成多邊主義框架主要的因素之一，則這個框架勢必會要求

其中的所有國家參與者具備一種普世的理性概念與正義價值觀，並且因此形成一種對

於國家在判斷事物正確性、或錯誤性的指導原則。這種指導原則事實上會讓國家之間

的妥協或和解變得越來越不可能。因為，不同國家基於其歷史文化宗教上的差異，可

能會對於同一議題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解讀。 

國家之間根據多邊主義框架所建立起來的外交關係，最先盛行於冷戰之後。在此

時期，多邊主義的相關論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除了是因為美國與前蘇聯兩大陣營所

代表的意識形態競爭已經畫下句點（Fukuyama 1992），更同時是因為伴隨著全球化現

象的興起，促使一種國家間應該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的氛圍出現。在此種全球化氛圍

的背後，則是一種自由民主主義的看法，要求傳統的民族國家讓渡出部分的政治主

權，並且分享給其他各種新的非國家行為者來參與國際事務，形成一種新的集體全球

治理方式（Strange 1996）。 

然而，這種在多邊主義框架下的新型集體治理型態，面臨到一個國際政治當中的

難題，就是，在現實國際政治中所組成的這些多邊主義框架，例如像是最早的國際聯

盟（League of Nations）、之後的聯合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都是呈現了無政府

社會的縮影。誠如 Hedley Bull（1997, 45）所言，「在當代國際關係的討論中一直有一

個主題，那就是，由於無政府狀態的現實情況，國家並無法一起真正組成某種形式的

社會；如果國家間要是真的是組成了某種形式的社會，那也是因為他們將自己臣服於

一個共同的權威」。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這種對於「共同權威」的需要，以及國家藉此

來追求共同利益的行為，早已被政治經濟學家像是 Charles Kindleberger（1981）以及

Mancur Olson（1965）等人解讀為一種集體行動的問題。據此，解決此問題的方式必

須由一個單一的、強有力的領導者（或是霸權）來提供公共財（或者說是共同利益），

並且適時地處罰那些違規者（Lepgold 1998）。如同 Beth Yarbrough與 Robert Yarbrough

所觀察到的，對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成立的那些國際組織而言，最嚴重的威脅就是

如何處理執行（enforcement）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就像是囚徒困境一樣，每個國

家都隨時受到誘因去違背共同承諾、從事投機的行為（Yarbrough and Yarbrough 

1986）。對於某些研究者而言，後冷戰時期裡國家間多邊合作的成功與否，就是端賴美

國是否有能力將不同的參與者一同帶到談判桌上來協商（Haass 1999）。 

在現實國際政治中關於集體行動的問題，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尤其在可預見

的美國霸權衰弱的將來，到底自由主義制度所標榜的國家間合作關係是否還有可能持

續？Robert Keohane（1984）認為，「霸權衰弱之後的合作是有可能的，但是不只是因

為國家間共享的利益可以導致國際建制（regimes）的形成，而且還是因為維持原有建

制的成本少於當初創造它時候的情況」（Keohane 1984, 50）。對於 Keohane而言，不管

霸權有沒有存在，國家之間的合作關係都有可能維持。因為，國際建制可以取代霸權

的角色，幫助參與的國家行為者去追求共同的、互補的利益；國家也會透過對於國際

建制的參與，來瞭解其共享的利益有哪些，以及透過參與而受到國際建制的規範，讓

合作具有約束力。Keohane 這裡的說法無形中呼應了早先 John Ruggie 所提及的，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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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主義架構最重要的倒不是參與國家的數量問題，而是其質量內涵。換言之，參與

的國家行為者在參與過程當中，有多大程度受到通則性行為規範的教化與約束，進而

內化成各個不同行為者所共享的理性思考與抉擇動力。 

二、雙邊主義的模式 

在國際政治中，雙邊主義的和平外交關係可以透過兩種方式建立。沰一種是藉由

「相互保證摧毀」的策略（the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這種 MAD策略最早

是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過程當中所發展出來的。此種和平關係的建立是奠基

在雙方的恐怖平衡之上。對於同時擁有核子武器的美國或者前蘇聯而言，沒有哪一方

會願意率先發動核子戰爭。因為，任何一方的此項作為將會導致另一方的核子反擊，

造成雙方的同歸於盡（George and Smoke 1974; Kahn 1960）。在此 MAD策略背後的預

設邏輯是，參與的雙方國家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也因此都瞭解到，任何核子衝突的發

生都將對雙方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以及自身的滅亡（Schelling 1966）。簡言之，如果

國家都是理性的（也應該是理性的），只要想到任何自我發起的衝突行為可能只是一個

無利可圖的行為，則雙方都會因為此種理性認知而試圖去維持一個穩定的（雖不見得

是友好的）雙邊關係。 

然而，MAD 策略背後的理性邏輯面臨兩種問題。一是，在冷戰的衝突時期，前蘇

聯在看待與美國的競爭或衝突關係時，不見得會是從美國那種理性模式的觀點出發。

換言之，如果原先理論所預設的理性邏輯無法同時適用在雙方身上，則原本推論出來

的恐怖平衡關係也就不一定會成立，甚至造成無法預見的衝突。另一種問題是，如果

在 MAD 策略所營造的雙邊關係中，前蘇聯（或其他的行為者）的確是遵循美國的理

性思考邏輯，則雙方將會無法避免永無止盡的軍備競賽。因為，任何一方防衛性的

（而非侵略性的）軍事建制、或即使是一般的軍備維持，都會引起另一方的擔憂而強

化軍事競逐，以避免軍事實力的差距過大。泹這種因為擔憂、或是懷疑所造成的軍備競

賽，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理論中著名的「安全困境」問題（Jervis 1978）。 

第二種雙邊和平外交關係的建立，則是透過信心建立措施的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這個機制建立的目的，在於從交往的兩個國家之間培養出信任；藉由信任

的建立，希冀減緩因為國際政治中無政府特性下所產生的安全困境效應。因此，透過

一系列雙邊協同的建立，國家彼此交換雙方對於各自軍事力量與裝備的訊息。當每一

個國家行為者的意圖以及行為，能夠為另一方所瞭解及預測時，自然而然就會降低安

全困境對於雙邊國家關係的限制。然而，信心建立措施機制的最主要缺失在於，由於

                                               

註 沰 雙邊關係的建立不必然以本文介紹的兩種為限。其他可以包括以利益為考量的經貿協議、技術合作援

助、司法互助等等。本文僅以安全理論上所熟知的兩種和平主義理論，來說明特定雙邊關係的建立與

實踐。 

註 泹 例如台灣蘋果日報在 2015 年 9 月 4 日的頭版標題〈中共裁軍 30 萬，對台威脅更大〉，以及國民黨軍

系立委的訪問稿，均對於中共的 30 萬裁軍計畫，表達高度擔憂。裁軍的事實不必然提升他人的安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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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是一種結構性的物質因素所造成，在兩個國家間的資源不對稱（例如大國對

小國）的情況下，大國通常難以從小國那贏得信任。舉例而言，美日的同盟關係一直

是被視為現代國際關係史中最為長久以及緊密的雙邊關係（Pempel 2004）。然而，我

們可以發現到，同時存在於日本政策制定者計算當中的，是他們的「避險策略」

（Huges and Fukushima 2003, 59）。如同 Hughes與 Fukushima所觀察到的，在冷戰以

及冷戰結束之後的時期，雖然日本與美國維持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雙邊聯盟關係，但是

日本一直都是企圖在美國面前保持某種程度的獨立性與自主性。 

美國在對外關係的建立上，除了先前的多邊主義模式之外，還包括雙邊主義。舉

例而言，在冷戰結束之後的世界重建過程當中，美國對於歐洲以及亞洲便是採取不同

的交往模式。根據 Gould與 Krasner的觀察，德國與日本雖然在戰後都受到美國在經濟

上與安全上的保護，但是前者與美國的扈從關係（bandwagoning）是在多邊主義的框

架下發展出來，而後者卻是從一種雙邊但不對稱的利害關係中衍生出來（Gould and 

Krasner 2003）。解釋這種差異性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歐洲式的多邊主義模式所依賴

的是一種通則信任（general trust），而美國在亞洲的雙邊模式則是基於策略或戰略信任

（strategic trust）來與個別的亞洲國家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Brian Rathbun（2012）指

出，通常是信任（而非不信任）才能促成國家之間一開始的合作與制度建立。然而，

「通則信任」比較容易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下發揮作用，並且對於參與的國家產生價值

信仰上內化的效果與拘束力。「戰略信任」只能適用於特殊的情況（但無法通則化），

並且這種信任較多是發展成對於他者利益上的興趣。如果我們觀察亞洲目前雙邊關係

的情況可以發現，大多是因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圍堵政策設計之下，所形成的個別雙

邊安全或經濟協議，包括與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所建立起的雙

邊關係（Nau 2002）。在這幾個國家之間，例如南韓與日本，彼此間仍然因為歷史上尚

未解決的仇恨記憶，而未能發展出友好的雙邊政治關係。更不用提日本與其他亞洲國

家之間，仍有不同的政治問題，以至於要發展出通則信任更是難上加難（Ruggie 1993, 

11）。Nobuo Okawara與 Peter Katzenstein認為，「在日本與亞洲太平洋的案例中顯示，

（多邊主義之所以無法形成）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多邊主義這個概念本身，尚未在東

京或是其他亞太國家的首都中，成為一個為集體所接受的、牢固的、毫無疑問的規範」

（Okawara and Katzenstein 2008, 104-132）。 

三、單邊主義的模式 

如果吾人從近代國際關係的發展來看，可以發現到前述所提到的多邊主義與雙邊

主義框架，或多或少都可以視為美國在全球外交政策布局底下的一種產物。另外，還

有一種行為是藉由片面的、單邊的行動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或是和平的外交關係，

我們稱之為單邊主義。美國常常自恃其軍事、經濟力量的獨霸，泏以及對於美國例外論

                                               

註 泏 關於美國國防預算的支出變化以及與其他大國之間的差距，見（Walk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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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為其單邊所主導的軍事行動或經濟干預做出合理化的論述。泩小布希政府在

911 事件之後的全球反恐行動就是一例。泑但是在最近的英文文獻討論中，西方觀察家

對於單邊主義的討論，集中在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在討論美國自身國力衰退的問

題，第二個面向則是在擔憂美國潛在的最大競爭者與威脅者─中國。前者關心的是，

在美國因為結構性因素所導致的國力衰退之後，炔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採取的片面調

整，是如何有利或有害於美國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進而鞏固國際秩序與和平。正反

兩方的支持者均有，但辯論背後的理論基礎仍脫離不了傳統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

由來已久的觀點歧異（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2012; Haynes et al. 2012;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1）。在第二個面向討論中所在意的則是，於美國持續衰落但

仍獨大的過程中，崛起的中國很可能用相同的單邊主義邏輯（例如因為不滿現況而欲

尋求改變）來挑戰美國、取代美國，甚至最後造成兩大國之間的戰爭（Monteiro 2011; 

Schweller and Pu 2011）。特別是第二種面向的討論，呼應了國際關係文獻中對於中國

崛起的評析與預測，認為中國崛起的過程並不會表現出任何與其他歷史中崛起大國不

同的特殊路徑。根據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崛起的路徑只有幾種選擇。一種是中國會如

同美國一樣透過單邊主義的方式來挑戰美國霸權並且取代之。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各

種雙邊關係的整合來抗衡美國的霸權（Ross 1999）。兩者都是基於權力平衡的概念來看

待中國。這是一個客觀結構問題，而非關係到中國自身主觀的認知或是意圖

（Mearsheimer 1994）。也因此，中國的崛起不論在胡錦濤或是習近平主政之下，其差

別所代表的意義並不大。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的「中國夢」理念，或是「生命共同

體」論述，只不過是印證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其領導人對於舊中國秩序的緬懷，或是

將來抗衡美國地位的線索。 

無論如何，少有研究注意到中國自身的單邊主義並非是由物質結構的改變（例如

權力失衡）而來。相對地，基於文化的理由，中國的單邊主義是用來打破政治關係上

的僵局或是失衡所不得不採取的作法（Shih 2014）。例如，中國為了維持穩定的雙邊或

多邊關係，往往必須利用重複片面的和平外交宣示來消弭其他國家所受到的威脅感，

或甚至利用片面的讓利舉動來彌補流失的多邊或雙邊關係平衡。炘儘管如此，中國的單

邊讓利或是妥協，除了是原則性的宣示之外，往往具有互惠的期待。若接受中國善意

的多邊或雙邊對象不領情，持續無視或是誤解中國的用意，則中國單邊的讓利或是妥

                                               

註 泩 所謂合理化的論述，可以是狹隘地認知到自身國家利益與安全受到威脅，或是廣義地認為國際規範受

到挑戰與侵害。兩者均時常伴隨在美國的單邊主義論述中，例如美國對北韓所實施的經濟制裁。參見

美國財務部與國務院所公告的對北韓經濟制裁說明文件：OFAC（2016）、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2016）。 

註 泑 關於小布希反恐行動之後，各界對於美國外交政策是否（又）開始由單邊主義所主導的討論，以及其

背後的歷史成因，請見（Skidmore 2005）。 

註 炔 例如 2001 年之後的反恐戰爭、伊拉克戰爭所導致的軍事財政過度支出，以及 2008 年次貸風暴之後美

國的經濟蕭條，都讓美國人認知到自身國力的衰退。 

註 炘 Charles L. Glaser（2004）曾用理性抉擇理論來解釋為何自我犧牲、或是自我克制的行為，會在一種雙 

邊或是競爭的國家關係當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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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很可能轉變成對抗性的行為。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錦濤和習近平

均有運用單邊主義的行動來維持對外關係的穩定、和平與發展。但不同的是，胡錦濤

所面對的是中國威脅論的背景，因此讓其首先嘗試強調，中國崛起的路徑是加入現有

的西方多邊組織與框架，並且希望持續維護和平與發展的目標。但是當胡錦濤發現和

諧世界的主張持續被西方世界挑戰之時，只好提出「核心利益」的說法，以讓他人體

會到中國之前提出和諧世界的善意有多麼需要受到認真對待。相對的，習近平所面對

較多的壓力則是來自於美國在多邊組織框架中的打壓，因此，如何一方面重新建立起

中美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繞過既有的限制，成為習近平剛上任之時最大的課題。 

參、胡錦濤時期的政策實踐 

從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參與國際多邊組織的數量與質量上來看，無疑是令西方人

印象深刻的（Hachigian, Chen and Beddor 2009）。對於西方的觀察家而言，中國自從改

革開放之後便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建制。重點不光只是在於中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數量

大增，而是在於中國越來越因為這樣的參與過程，內化了國際上共享的規範與價值觀

（Johnston 2008）。尤其當中國於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在國際多邊組織參

與的成就上達到了新的里程碑。但是，當中國進入胡錦濤主政的外交時期，適逢西方

世界討論中國威脅論的另一波高潮（郭武平等 2006）。胡錦濤一開始的外交政策是先

延續先前江澤民時期的「和平發展」政策以及「新安全觀」；接著，胡錦濤於 2005 年

4 月，首先在亞非高峰會議當中，提倡亞非國家應該倡導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平等

對話，共同建立和諧世界；又在 2005 年 9 月，於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元首峰會上，

詳細闡述其和諧世界觀。這些作為，均在強調推動多邊主義框架的重要性，炅包括：堅

持多邊主義，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商的機制；其次是追求共同繁榮、建立開放

公平的多邊貿易體制；最後是和諧世界，堅持包容精神以及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

和交流、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在具體的外交行動上，胡錦濤政府於 2003 年主動安排了北韓與美國等國家的六方

會談，試圖建立起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同年，也針對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提出了中

國將「和平崛起」的立場。而在 2004 年開始，胡錦濤政府在全球開辦孔子學院，試圖

藉由實踐「軟實力」的概念，向全世界推動具有和平特質的中華文化。另外，根據研

究，有別於江澤民拒絕參與八國集團，胡錦濤政府開始參加八國集團的國家領導人對

話會。再者，時至 2008 年為止，胡錦濤政府主政下的中國共參與 22 次的聯合國維和

行動，其次數比胡主政之前十二年來累積的還超過七倍之多（鄭宇碩 2009）。儘管胡

錦濤主政時期將中國外交關係的建立重心放在多邊組織的參與、強調一種多邊型態的

                                               

註 炅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大陸廣泛參與國際或區域的多邊活動，前任的江澤民也積

極在做，因此，胡錦濤的多邊外交模式斷不是自胡錦濤開始。本文有鑑於篇幅的限制，暫且只利用胡

主政的外交特點來與之後接替的習近平政府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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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但很多時候仍招致負面的批評。例如，胡錦濤時期對於非洲國家的發展投資計

畫，被西方觀察者視為只是另一種從前西方殖民主義的復辟而已（Sharife 2009）。在此

脈絡下，胡錦濤於主政後期發展出所謂的「核心利益」概念，看似在向西方或周邊國

家闡述中國政府如何堅持重大國家利益的立場與決心，但無不可也視為是中國利用此

核心利益的論述來強調中國在和諧世界論述立場中的妥協是有多麼不容易。 

本文將胡錦濤主政下這種「多邊」、「單邊」相互發展的策略視為所謂的「單邊-多

邊主義」模式。模式中，中國藉由單邊主義的方式來提高其在多邊主義框架中的立場

之價值，進而希望鞏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穩定關係。中國逐漸接受原先西方國家

所創立的多邊組織框架，將多邊主義成為自我外交行為考量上的重要依據，鞏固既有

的多邊主義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多邊主義成為中國所片面設定的一種大我認同投

射。只是，這樣的認同並不代表中國必須一昧的配合。「互惠」成為此多邊主義中維持

關係穩定或和諧的一個重要條件，畢竟，多邊關係中的各個成員都是「大我」的一部

分，而非僅有中國一員。這也就是為何中國在多方配合與參與多邊組織活動的同時，

還必須不時強調其核心利益，用以提醒其他人將心比心的尊重中國自身的利益，以維

持大我之下的關係穩定或和諧。 

胡錦濤主政下的「單邊-多邊主義」模式並非獨屬於中國所特有。相對地，如之前

章節所述，美國早就將「單邊-多邊主義」行之有年。不同的是，若中國是以單邊主義

來彰顯其在多邊關係中的角色，則美國是藉由多邊主義框架來確認自我認同中的某些

普世價值（例如民主、自由）獲得實踐。根據觀察，美國從 90 年代以來，對於多邊主

義的框架一直採取一種「選擇性的」或是「矛盾的」、「不確定的」態度（Malone and 

Khong 2003）。換句話說，美國雖然一方面在推動多邊主義作為國際規範的努力上扮演

著領導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美國推動的意願卻是端賴是否進行中的多邊主義框架

有利於、或是有損於美國實現其國家利益的目標。有些時候，美國會利用多邊主義的

框架來滿足其對於單邊主義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是建立在一種對於「美國例外論」的

信仰上（Kingdom 1999）。相對而言，中國一直也有類似的中國例外論信仰。從近幾年

來中國知識學界所欲推動建立的中國學派開始，到坊間媒體鼓吹的中國模式、北京共

識等等（Wang 2013, chapter 2），以及官方所一直強調的中國國情、中國特色（新華社

2012），都是這種信仰的呈現。不可諱言，兩種例外論都呈現出一個大國所擁有的自我

中心主義傾向。然而，美國的自我中心主義在實踐上是仰賴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而

目前的中國特色主義則是表現在對於西方普世價值干預上的抗拒。此種抗拒若是放在

大我的認同框架內來理解則是一種對於互惠尊重的要求，但若是放在二元論的認識論

中來看，則做實了中國威脅論的說法。 

肆、習近平時期的政策實踐 

習近平上任之後所面對的局勢是，中國已經因為改革開放而與世界接軌、參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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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事務與建置一段時間，但其在這些建置中的地位仍不受尊重與公平對待。因此，國

內要求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聲音不斷被提出（Wang 2015）。中國自我認知在多邊組織中

所受到的阻礙有許多，但美國的影響一直是一個關鍵。這也就是為何，習近平在 2011

年 1 月胡錦濤與美國歐巴馬達成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的協議時，便首次提出中美之間應

該建構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中國首次片面提出的雙邊關係方案。又進一步，習近平與

歐巴馬在 2013 年 6 月見面時，雙方對於所謂的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達成共識，即雙方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倪世雄、潛旭明 2014）。習近平一直強調所謂

的新型大國關係，不是沒有道理的。除了如同某些學者所觀察到的，任何一個中國領

導人可能都會如同習近平一樣，希望藉由擺脫舊型大國關係所帶來的衝突對抗關係，

避免大國爭霸的歷史悲劇再度重演（秦亞青 2014）。本文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習

近平感受到多邊主義框架不見得是一個適合與美國等大國做深入交往或是談判的平

台，而寧願選擇採取雙邊的途徑直接面對美國。炓好處在於，中國一方面將中美關係與

其他國際關係切割出來，避免受到形式性或制度性的圍堵。另一方面，中國可以順理

成章將中國與其他不同大國之間的關係，視為單一、個別、或者獨特的關係來處理與

對待。再者，中美的和諧關係若是成功建立，將對其他的大國關係具有示範效用。炆 

從習近平上台之後的頻頻出訪便可看出這種「單邊-雙邊主義」風格。上任不到一

年的時間，習近平就訪問了十四個國家，首站先抵達俄羅斯，試圖增進中俄之間的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後又陸續訪問坦桑尼亞、南非、剛果共和國、中美洲國家、美

國、中亞國家、東南亞國家等等。總理李克強也在同樣的時間內訪問歐洲大國、非

洲、中南美洲、亞州等國家。中國與每個國家之間又都依據不同的關係發展階段，建

立起不同的經濟、戰略互惠夥伴關係。這些做法，符合中國一貫的原則，認為每個國

家的國情不同，沒有需要用一套普世的標準與各國交往，而雙邊關係的建立是最能滿

足這樣的需求。當然，這些雙邊關係的建立，可以被視為都是為了一個目標的實踐，

即「中國夢」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周楚卿、惠夢，2013；蘇楠，2013）。換言之，這也不過就是現實主義中對於國家利

益的實踐而已。但是在兼同邏輯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關係就成了一個個各自獨

立的大我關係，在這個大我關係之下，我與他者之間並不是對立而存在，而是我中有

你、你中有我。中國夢是可以大家來參與完成的。這也就是為何習近平之後所提出的

一帶一路計畫，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並非是另起爐灶一個多邊制度來取代現有的多邊體

制，炄而是讓不同的國家也參與到中國夢的計畫，進而帶動各種不同雙邊關係的發展。

                                               

註 炓 根據中國學者王緝思的觀察，中國的外交的轉型是「十年變一變，逢九變一變，現在的轉變就是從

2009 年開始的。2012 年到 2013 年適逢黨和國家領導人換屆，促使外交出現更加明顯的變化，這種變

化的動因主要來自國內對於西方政治滲透的更大警惕。」（王緝思 2016）。 

註 炆 筆者認為，習近平的外交特色多是以雙邊主義帶動，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因為習近平比較習慣和單一的

國家，諸如美國、英國、韓國等交手，獲致成果之後，再用以進行國際宣傳，試圖用同樣的模式，讓

其他國家比照辦理。 

註 炄 雖然原因也與中國試圖在目前多邊制度中進行改革的受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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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胡錦濤的多邊參與與習近平的雙邊發展做出區分，並非表示習近平政府是放棄多邊

主義的參與。而是，與胡錦濤時期相比較，習近平目前為止似乎更熱衷於加強各種雙

邊關係的對話，儘管這個雙邊關係發展是常常利用多邊的場合來進行（俞正樑

2014）。 

的確，中國的單邊主義實踐─不管是胡錦濤時期或是習近平時期─在西方觀察家

眼中，很難與和平外交聯想在一起。特別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在對外關係上的處理，已

經讓西方社會深信中國正朝向強硬、或甚至是侵略性的方向發展（Johnston 2013）。中

國在實踐單邊主義的困境在於，中國的外交宣示常常被認為是一種自說自話的政治口

號，不被認為代表任何實質意義。比如，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雖不厭其煩地表示是採取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但是往往遇到菲律賓或是越南的挑釁時又會馬上還

以激烈的手段，讓人無法相信其和平意圖。癥結點在於，中國任何的片面外交論述都

含有一種大我的預設，而此種預設又往往帶有對於他者互惠回應的預期。如果中國此

種大我預設不被其他國家認可或是採信（不管是胡錦濤的多邊參與或是習近平的雙邊

建設），往往會被看做是一種自說自話的宣傳或甚至是另一種中國中心主義的威脅（尹

繼武 2014）。但是對於中國而言，如果自身的承諾只是變成他人眼中的自說自話，或

者是利用的工具，那麼原先的雙邊或多邊關係，與其保留著，還不如破壞掉重新建

立。這也說明了中國的和平外交內涵向來伴隨著懲罰性手段，而後者又是端賴交往對

象的意圖（是否願意一起維護大我之內的關係）來決定。這種破壞的目的倒不是真的

想要徹底破壞雙邊或是多邊關係，而是要藉此提醒他人中國在多邊或是雙邊的立場是

該被認真對待。炑這也是為何中日或者是中美關係常常被認為是起起伏伏、時好時壞的

雙邊關係。因為，常常是中國表現出片面的讓步姿態之後，不被日方或是美方所理

解，然後在得寸進尺之下激怒中國，使得雙邊關係回到原點，又在中國片面和平攻勢

的驅動下開始新的發展。炖 

伍、結 語 

回答本文最初關心的問題，習近平時代所帶來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轉變，還是

「胡」調重彈？從本文研究發現，不管是習近平還是胡錦濤時期，中國追求自身與他

國（特別是西方國家）之間的和平關係，就此目的而言，其本質依然不變。這個目的

─一種中國觀點的和平主義─已經逐漸形成中國在對外關係建立上，對於自我與他人

之間所預設的「大我關係」中的一種「片面共識」。然而，習近平的和平外交政策絕非

只是「胡」調重彈。從風格區分而言，胡錦濤時期慣以利用多邊框架來建立中國與其

                                               

註 炑 有人稱此為「和諧性規訓」（harmonious disciplining），其實就是美國常用的胡蘿蔔與大棒手段（the 

carrot and the stick）（Shih and Yin 2013, 75）。 

註 炖 關於這種對於中日、中美關係的起起伏伏、時好時壞的體認分析，見（Wang 2013, chapters 4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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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之間的大我關係，而習近平時期則是利用雙邊框架來建

立。換言之，胡錦濤時期重視由多邊關係所建立起來的和平關係，而習近平時期則重

視由雙邊關係所建構得來的和平安全，特別是與美國之間能否建立起所謂的新型大國

關係。由於美國總統大選剛落幕，選出了一位在意識型態上較為右派、反中的川普，

更讓習近平政府急於抓住機會，希望能在目前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情勢中，能重新確立

兩個大國之間對於彼此「關係」的存在是否有共識、其內涵又是為何？據報導，今年

（2017）二月底中共國務委員楊潔箎的訪美、以及接下來四月習近平與川普在美國佛

羅里達州的第一次會面，都顯示中國方面急於率先改善、穩固、甚至建立新的雙邊關

係，以打破目前「從未如此複雜與冷淡」的中美關係（Landler 2017）。 

習近平的「中國夢」與其「奮發有為」的理想，並非是要脫離原先胡錦濤「和諧

世界」的外交政策，或甚至與美國抗衡。從中國大陸各項和平外交論述的檢視中我們

發現到，習近平如同胡錦濤時期的外交政策一樣，一方面對世界承諾其維護和平與發

展的決心，另一方面又要求自身的國家利益應該被照顧到；一方面強調相互尊重、合

作互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與周邊國家或是大國計較各種大大小小的領土主權或是

國際權利。這種看似衝突或是矛盾的表現，實際上體現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來是

講究互惠與正反並存的。換言之，對中國而言，體現中國的核心利益，並不等於就要

犧牲或是侵犯他人的利益；實行市場經濟，不代表就要消滅原先的社會主義價值觀；

太平洋足夠容得下中國與美國兩個大國；實現中國夢不代表就必須要消滅美國夢。 

本文以胡錦濤時期的「單邊-多邊主義」與習近平的「單邊-雙邊主義」為例，說明

如何在「兼同邏輯」的認識論思想上，理解中國利用單邊的原則宣示、行動參與、政

策讓利等等，讓其預設的大我想像，從多邊關係或是雙邊關係的模式中獲得滿足。本

文所區分的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的風格差異，都可以從美國過去在全球治理中，

利用多邊主義框架與雙邊主義框架的實踐來做參照。這除了讓我們瞭解胡錦濤時期的

外交特色是重視多邊關係的維持、習近平是雙邊關係的維持之外，也讓我們進一步理

解，中國與美國或是西方世界的衝突，不見得只是因為結構性變化所造成（例如中國

崛起所造成的權力改變）。更深層的原因可能還在於對國際秩序認識的不同。當西方的

認識論是以二元論為基礎時，將他人改造成與自己有相同信仰價值的過程成了自身安

全感的來源。但是當中國是以兼同邏輯為基礎來認識世界時，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係

怎樣在一個多邊框架或是雙邊框架之下維持平衡或者和諧共存，才是自身安全感的來

源。而中國片面的的行動或宣示成了其用來表達自身善意的基本手段。 

 

 

* * * 

 

 

（收件：105年 5月 9日，接受：106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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